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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河伯》源于楚人祀河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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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研究者多认为《九歌》中的《河伯》因祀河而产生。 但其是否源于楚人祀河，却历来有争论。 考订文献，
楚人至少三次至河或涉河，并由楚“以祀代战”之宗教习惯，结合《左传》“楚人祀河”的记载而推定，楚人每至河必

祀河神而求佑护，祀河神时必歌舞以娱之，因而产生了《河伯》。 而切盼楚国强盛的屈原，对楚庄王为“问鼎中原”
而胜晋祀河，与对蓝田大战楚惨败而失去“问鼎中原”能力之事件，同样刻骨铭心，故在整理《九歌》时特意将胜晋

祀河产生的《河伯》，与祭祀蓝田大战楚军士亡灵而产生的《国殇》一同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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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歌》源于楚地祭祀，是东汉王逸以来的传统

观点。 王逸《楚辞章句》卷二有曰：“《九歌》者，屈原

之所作也。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

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
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 出见俗人祭祀之

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上陈

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

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１］５５其后，南宋朱熹等

发表过相似的观点［２］２１。 于是，“《九歌》源于祭祀

说”成为至今笼罩学界的主流观点。
但其中有一问题，即楚人是否祀河，使这一观点

往往受到质疑。 据先秦礼制，诸侯仅祀其封内之山

川。 《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答楚王祭祀之问时有

曰：“诸侯祭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 ［３］５６７《公羊

传·僖公三十一年》亦曰：“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

者，则不祭也。” ［４］２２６３因而某些人认为，楚国疆界在屈

原之前未达到黄河，按先秦礼制不应祀河。 于是，《九
歌·河伯》是否源于楚人祀河，便有了问题。

一　 春秋时楚人曾因战至河而祀

由先秦文献记载看，先秦人的山川之祀应有两

种，除了按礼制规定之常祀，还有出于某种目的的临

时祭祀。
关于前者，文献记载较多，兹不赘言。
关于后者，先秦文献中亦有不少记载。 《左传

·昭公十七年》：“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

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 陆浑人弗知，师从之。 庚

午，遂灭陆浑。” ［５］２０８４陆浑人即陆浑之戎，据《左传·
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６３８ 年秦、晋迫其自瓜州迁

于伊川［５］１８１３。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伊川，伊河所

经之地，当今河南省嵩县及伊川县境。” ［６］３９３棘津，顾
栋高《春秋大事表》据《水经注》以为在今河南汲县

南七里［７］９３５，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据《元
和郡县志》所注同［８］１０８，而江永《春秋地理考实》从

服虔说以为棘津即孟津［９］３０５。 居河北之晋师无论从

汲县渡河也好，还是从孟津渡河也好，其达陆浑所居

之伊川即今河南省嵩县、伊川一带，其所过之“雒”
都应在东周王畿之内。 按先秦常礼，雒非晋应祀之

境内河川。 那么荀吴“使祭史用牲于雒”，就不是礼

制之常祀，而是出于某种目的的临时祭祀。
《谷梁传·定公四年》：“蔡昭公朝于楚，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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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与，为是囚昭公于南

郢。 数年，然后得归。 归而用事乎汉，曰：‘苟诸侯

有欲伐楚者，寡人请为前列焉。’”范宁集解：“用事

者，祷汉水神。” ［１０］２４４蔡初封于上蔡，即今河南上蔡

西南。 蔡昭公时，蔡已迁至州来，即今安徽凤台。 两

地均不在汉水流域。 蔡昭公“归而用事乎汉”，应是

在归国路上过汉水时祀汉水神。 那么蔡人“祷汉水

神”亦不是礼制之常祀，亦是出于某种目的的临时

祭祀。
这样的临时祭祀，楚人也曾做过。 《左传·宣

公十二年》载楚胜晋后，楚庄王并没有听从潘党的

建议用晋军尸体筑“京观”以炫耀武功，而是仅“祀
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杜预注：“《传》言楚

庄有礼，所以遂兴。” ［５］１８８３楚庄王此举之政治野心，
今且不论。 河水不在楚境，河水非楚人 “望中之

祀”，故楚庄王之“祀于河”，亦不是礼制之常祀，而
是出于某种目的的临时祭祀。

这种临时祭祀可实行，亦可不行。 《左传·哀

公六年》载：“初，昭王有疾。 卜曰：‘河为祟。’王弗

祭。 大夫请祭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江、汉、雎、章，楚之望也。 祸福之至，不是过也。 不

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 ［５］２１６２ 卜者曰

“河为祟”，本应按“临时祭祀”之例祀河，故“王弗

祭”时，为了楚王之疾早愈，大夫又“请祭诸郊”。 但

楚昭王恪守“望中常祀”之礼坚决不祭河。 这场卜

者、大夫与楚昭王之间关于祭河的争论，说明至迟在

春秋末年，楚国可以祀河的观念，在楚人中已相当流

行了。
二　 战国时楚军亦曾因战至河或涉河

战国时期，楚人亦曾因战至河或涉河。
《战国策·西周策》 “楚请道于二周之间章”谓

“楚请道于二周之间以临韩、魏，周君患之。 苏秦谓

周君曰：‘除道属之于河，韩、魏必恶之。 ……’”，高
诱注：“临，犹伐也。” ［１１］５９是楚曾向周借道涉河而伐

韩、魏。 由于《战国策》有较多“假托之辞”，故而此

事件之真实性有争论。 顾观光《国策编年》主其真，
谓发生于周显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 ３３６ 年［１２］４０３；
于鬯《战国策年表》亦主其真，谓发生在周显王三十

五年，即公元前 ３３４ 年［１３］１２７６。 但因《史记·六国年

表》、《楚世家》、《魏世家》、《韩世家》于此二年均不

载楚伐韩、魏事，故缪文远《战国策考辨》据钟凤年

《国策勘研》之地理考证而定为“伪托” ［１４］２３－２４。

钟凤年《国策勘研》考楚、周、韩、魏地理壤界

曰：“韩、魏南部之地介在周、楚之间，楚须先逾韩、
魏，始能抵二周。 故楚临韩、魏，实无待假道二周。
若楚将临韩、魏河北之地，则二国亦断无任楚经其河

南以侵河北之理。” ［１５］９钟凤年此言不确。 先秦时敌

人大军压境，守御者皆城守而不像后世那样列阵抵

挡，如《战国策·楚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章”载
张仪曾以秦兵顺江东下攻楚、楚“则从竟陵以东尽

城守矣”来威胁楚王［１１］７５３；《战国策·西周策》 “雍
氏之役章”载苏代转述昭应对楚王说“韩氏罢［疲］
于兵，仓廪空，无以守城” ［１１］７４。 此类事例尚多。 直

到公元前 ２８０ 年左右，此种军事守御方式依旧未变，
《史记·田单列传》载公元前 ２８４ 年燕尽取齐七十

余城，而田单据即墨城以固守［１６］２４５３；《战国策·齐

策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章”载公元前 ２７９ 年鲁仲

连劝燕将切勿作“墨翟之守”，鲍彪注以《墨子·公

输》 载墨子 “解带为城” 与公输较量守城术解

之［１１］６６８、６７３，等等，皆是例证。 此章所载必是楚大军

压境，河南韩、魏军皆城守，使楚军顺利至周境；楚军

欲与韩、魏河北军决战，故向周借道而至河；周君恐

借道而得罪韩、魏，不借道而惹怒楚军，故问计于苏

秦。 由此可见，缪文远《战国策考辨》据钟凤年《国
策勘研》之地理考证而定为“伪托”说，是需加以考

辨的。
楚大攻韩、魏，于史有载。 《史记·田敬仲完世

家》言齐闵王十二年，“楚围雍氏” ［１６］１８９６。 今按《史
记》记田齐年世有误：漏去田侯剡一世，将田齐桓公

即位提前了 １０ 年；又误将田齐桓公在位年数缩短了

１２ 年而作 ６ 年，故而使齐威王及以下诸事纪年均

误。 故而，齐闵王十二年，当楚怀王十七年、韩宣惠

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 ３１２ 年。 此年，楚围韩在河南

的军事据点雍氏。 雍氏在今河南禹县东北，已临近

战国之二周。 是此时前后楚地已近二周，故楚有向

周借道之举；而周用苏秦计，“除道属之河”，使楚军

达于河滨，确当有其事。 这是战国时期楚人因战至

河之例。
另据《水经·河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梁

惠成王）十二年，楚师出河水以水长垣之外”，是公

元前 ３６９ 年楚师攻魏，曾引河水灌魏城。
又，杨宽《战国史》综合考察认为：“楚国的领土

在公 元 前 四 ○○ 年 前 已 扩 展 到 大 梁、 榆 关 一

带。” ［１７］２７０是此时楚境已近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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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由于秦王朝的

焚毁， 战 国 诸 侯 历 史 文 献 流 传 至 汉 者 已 不 多

见［１６］６８６，而在这所剩不多的文献中就记载了楚军两

度作战至河或涉河。 在蓝田大战楚生力军被消灭

（公元前 ３１２ 年）之前，楚军数度北上扩展势力，力
图占据中原腹地、黄河中游，进而统一天下，故其军

队多次出兵至河或涉河，当为必然。
三　 楚人重祀甚于重战

楚军至河或涉河是否一定祀河？ 《左传·宣公

十二年》载楚庄王因胜晋而“祀于河，作先君宫”是
否为个例？ 这需要从楚人的社会风俗入手做考察。

《汉 书 · 地 理 志 》 谓 楚 人 “ 信 巫 鬼， 重 祭

祀” ［１８］１６６６。 朱熹《九歌序》因之论曰：“昔楚南郢之

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鬼而好祀。 其祀必使巫觋

作乐，歌舞以娱神。” ［２］２１楚人动辄祭鬼祀神，载歌载

舞以娱神。 这种浓重的巫文化，对楚人楚军的思想

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史记·楚世家》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

阳”，颛顼三世孙重黎为帝喾火正，称祝融，为楚祖

先［１６］１６８９。 而《国语》则分重黎为二。 《国语·楚语

下》载观射父答楚昭王“重、黎实使天地不通”之问

时，说：“古者神民不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

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

要质。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

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

通。” ［３］５５９－５６２不管哪种说法，都不否认楚之先祖出于

司火之巫。 而上古之时，职官世守。 楚先祖通于神

人之间而为司火之巫，其后裔则承其统绪。 《史记

·楚世家》载，重黎之后，吴回代为火正［１６］１６８９；《国
语·晋语八》载晋叔向追述，周武王会盟诸侯而令

楚酋熊绎“守燎” ［３］４６６。 于是乎，重祭祀、尚巫术成

为楚人宗教风俗的重要内容。 这种风俗习惯代代相

承，即使在中原诸国已“远神”、去巫的春秋战国时

代，楚君仍以祭神祀神作第一要事。 更有甚者，至春

秋末乃至战国时期，楚竟然还保留着“以祀代战”的
荒唐风俗。

桓谭《新论》曾载：“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

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 躬执

羽绂，起舞坛前。 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

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神明，当蒙福

佑焉，不敢赴救。’” ［１９］１４楚灵王执羽绂以起舞，执鼓

桴以节奏，诚乃一大巫。 而国破之祸临头，楚灵王仍

鼓舞自若以娱神明，“以祀代战”，祈求上帝神明佑

己胜敌而不是依靠军队战斗取胜，看似荒唐，实乃其

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使然。
这种“以祀代战”的观念和习俗，在战国时期依

旧在楚人中延续。 《汉书·郊祀志下》载谷永追述：
“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

挫地削，身辱国危。” ［１８］１２６０ 这说明至迟在楚怀王在

世的战国中期，楚人崇信巫术、“以祀代战”的观念

和习俗依然如故。
因为有此一观念，所以楚人追寻战争失败的原

因时往往归咎于未祀神灵。 河神在楚人心目中有甚

为重要的位置。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公元前

６３２ 年城濮之战楚军大败，其原因在于“初，楚子玉

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 先战，梦河神谓己曰：
‘畀余，余赐女孟渚之麋。’弗致也。 大心与子喜使

荣黄谏，弗听。 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

玉乎？ 是 粪 土 也， 而 可 以 济 师， 将 何 爱 焉？’ 弗

听。” ［５］１８２６楚人认为正是因楚帅子玉不祀河神，更在

河神索祭品时不予理睬，才导致了楚军大败，而子玉

也自杀身亡。 这次教训，当被主淫祀的楚人记取，故
在鲁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 ５９７ 年，楚挥师北上大胜

晋师时才“祀于河，作先君宫” ［５］１８８３，以求永久之佑。
可见，河神在楚人心目中的位置是甚为重要的，他可

保佑楚君战胜敌人，故楚人“祀于河”时歌舞以悦

之，当为必然之事。 《河伯》之辞曰：“与汝游兮九

河，冲风起兮横波。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子交手兮东行，
送美 人 兮 南 浦。 波 滔 滔 兮 来 迎， 鱼 隣 隣 兮 媵

予。” ［１］７６－７８此辞像《九歌》中《东皇太一》、《湘君》、
《山鬼》等同样，是“人神交通”般的娱神之辞。 娱神

而求福佑，是楚人传统的思想观念和宗教风俗。
由楚人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世代相沿的

风俗习惯可以推想，《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

因战而“祀于河”的做法，应不为个例。 无论是楚为

伐河北韩、魏重地而向周借道而至河也好，还是楚师

攻魏引河水灌魏城也好，抑或诸多已不见于文献记

载的、楚军在蓝田大战生力军被消灭前数度北上扩

展势力时的多次至河或涉河也好，淫祀成风的楚军

为祈求神明佑护、战敌取胜，会在至河或涉河时祭祀

河神，歌舞以娱河神，当为必然。
四　 祀河收于《九歌》的可能性

楚军至河或涉河时祭祀河神，鼓舞以娱河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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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楚人众多祭祀神明中的一种，其娱神之辞为什么

就一定会收入屈原整理的《九歌》中呢？
《九歌》中的 １１ 篇歌词，其中有 ２ 篇与战争有

关。 一为《国殇》，其描写场面之悲壮与结局之悲

惨，使人们在解说时往往与楚怀王时楚军惨败的蓝

田大战联系起来。 林云铭《楚辞灯》曰：“怀王时秦

败屈丐，复败唐昧，又杀景缺，大约战士多死于秦。
其中亦未必悉由力斗，然《檀弓》谓死而不吊者三，
畏居一焉。 《庄子》曰：‘战而死者，葬不以翣。’皆以

无勇为耻也。 故三闾先叙其方战而勇，既死而武，死
后而毅，极力描写，不但以慰死魂，亦以作士气，张国

威也。” ［２０］１９１马其昶《屈赋微》 亦曰：“怀王怒而攻

秦，大败于丹阳，斩甲士八万。 乃悉国兵复袭秦，战
于蓝田，又大败。 兹祀国殇，且祝其魂魄为鬼雄，亦
欲其助却秦军也。” ［２１］４５５丹阳、蓝田之战，是楚国力

由盛而亟衰的关键一战，自此楚地日削、国日弱，再
无问鼎中原之能力与信心。

而《九歌》中另一篇与战争有关的篇章就是此

《河伯》。 鲁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 ５９７ 年，楚为了与

晋争夺居中原腹地的郑国作附庸而挥师北上，大胜

晋师；楚庄王并没有听从潘党的建议，取传统方式用

晋军尸体筑“京观”以炫耀武功，而是仅“祀于河，作
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５］１８８３，表现了楚人以德服天下

的气度，因而包藏着楚王“问鼎中原”的雄心。 自此

楚频频出兵北向发展，欲掌控中原腹地。 这一历史

事件，对于亟盼楚国振兴的屈原来说，也肯定会像对

蓝田大战楚军惨败而失去“问鼎中原”能力之历史

事件那样，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故而屈原将《国
殇》与《河伯》一同收于《九歌》中。

由上可见，河水虽非楚人望中常祀，但楚人确曾

效仿中原诸侯国“非常祀”之例而多次至河涉河而

祭河，并流传下像楚巫祭山鬼、湘君、东皇太一等神

那样的“人神交通”般的歌神娱神的想象之辞，而被

切盼楚国振兴的屈原作为楚国“问鼎中原”的纪念

而收入《九歌》中。 所以说，《九歌》皆源于楚人之祭

祀，《河伯》之作源于楚人祀河，这些传统观点是没

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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